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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城乡社会保障制度衔接初探 

 

 

时至今日， 中国 社会 保障制度改革的整体倾向仍然是沿袭计划 经济 时代 所形成的城乡迥异且相互隔

离的“二元 ”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实践和 理论 研究 仍然未能突破城市和乡村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和建设两

个独立的小圈子，这是中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一大误区。  

    一、中国城乡社会保障制度衔接的社会效应  

    1.消除城乡壁垒  

    打破城乡二元社会保障结构、推动城乡社会保障制度的有机衔接是消除中国社会城乡壁垒的突破点。  

    改革前中国 工业 化的积累主源始终没有转移到轻工业和基础工业上去，一直由农业和 农村 肩负这一

重任。有关研究表明，从 1952年到 1990年，中国农业通过税收方式、“剪刀差”方式和储蓄方式为工业化

提供资金积累总量达 1 1594亿元，其中，通过税收方式提供 1527.8亿元；通过“剪刀差”方式提供 8707亿

元；通过储蓄方式提供 1359.2亿元。1952年到 1990年，中国工业化建设从农业中净调动了约 1万亿元的

资金，平均每年高达 250亿元。可见中国农民对国家工业化资本积累的负担有多么沉重(冯海发，李薇，1993)。  

    以农业作为工业化长期积累主源的直接结果是，工业和城市的进步在一定程度上是以农业和农村的落后

为代价的，农业长时间地作为工业 发展 的积累主源造成了中国非均衡发展的城乡关系、形成了鲜明的城

乡二元社会结构。二元结构的强度一般用农业和非农产业间的相对国民收入差距来度量，按美国数量统计

专家库茨涅兹的统计研究表明，世界发展中国家这一差距最大为 4.09倍，而中国在改革开放初竟高达 6.08

倍，堪为世界之最。  

    为了保证城市发展和社会的稳定，必然要阻止农民大量地流入城市，为此而制定出严格的户籍制度。户

籍制度和城乡壁垒反过来又使城乡差别进一步扩大，城乡差别扩大则需要更严格的城乡壁垒。这种恶性循

环，最终使中国城乡关系达到了一度“隔绝”的严重程度。  

    城乡壁垒严重地抑制了生产要素和社会产品的流动，是市场经济发展的严重桎梏。由于城乡壁垒，劳动

力、资本、土地和技术在城乡之间的流动都受到了很大的限制，尤其是劳动力的流动受限更大，户籍制度

和社会保障水平的不统一限制了全国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的形成。现在，多种限制虽然在不同程度上有

所松动，但在总体上仍是 “二元”的，是不公正的。  

    城乡壁垒也是使中国在三十年间多出生了一亿人口的重要原因。城市中生儿育女的高成本使城市生活对

生育具有强大的遏制功能。大量的人口被强行束缚在农村，遏制生育的功能当然无法发挥。正如美国的哈

尔·约翰逊教授所言，中国为城乡壁垒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此外，由于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缓慢也致使城市第三产业发展不足，城市的辐射功能发挥受到严重的

限制，使城市对农村发展的带动作用不强，从而又抑制了农村的发展，并因此形成恶性循环。  

    打破城乡二元社会保障结构是消除城乡壁垒的突破点。城乡壁垒存在的症结在于城乡隔离的户籍制度以

及与这种户籍制度相伴而生的食品供给、就业安置、住房福利分配、子女免费或低收费入学、医疗社会保

障和其他的补贴、退休养老制度。国家之所以不能搬掉这个与市场经济格格不入的“绊脚石”，可能是出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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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两方面原因的考虑：一是一旦彻底取消城乡隔离的户籍制度将意味着一大批农村的流动人口会涌入城

市，这可能会给城市的公共设施、安全以及就业带来更大的压力，这个理由也正是前几年关于民工潮 问题 

的争论中反对农民进城打工一方的主要观点。事实证明，在合理的疏导与管理下，各种麻烦和副作用远非

想象的那么大，利弊之争已成 历史 ，千百万民工在城乡经济建设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第二方面的

考虑则是户籍制度取消后，涌入城市的农民的社会保障怎么办? 谁来保障已离开土地的农民在生命波折期

的基本生活?政府应付城市职工年老、疾病、失业等基本生活保障尚力不从心、捉襟见肘，又怎能顾及刚进

城的农民?而进入城市的农民不能不得到基本的生活保障，否则就会产生一系列难以克服的社会问题，比如

贫民窟、犯罪、 教育 和卫生等等。可见，社会保障已成为攻克户籍制度的最主要障碍，打破城乡二元社

会保障结构、建立合理的城乡社会保障制度的衔接机制已成为消除城乡壁垒的突破口。 

2.推动工业化进程  

    当今世界，无论是对于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工业发展在整个国民经济发展中都仍然处于核

心地位，人们往往把近代的经济发展过程同工业的发展紧密联系起来，把经济发展过程称为工业化过程。“知

识经济”的提法尚不足以动摇工业的地位，或者说它本来就是工业经济发展的新阶段、新形态。一般地，经

济学家用工业化程度描述 分析 和判断经济发展的阶段，以工业化的进程来衡量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

而按工业化程度可以将经济发展划分为三个阶段：工业化初期、工业化中期和工业化后期，国际上通常用

以下指标加以衡量(见表 1)。  

    从中国工业化的前两项指标来衡量，中国工业化的进程只达到工业化中期的初始阶段。而农业劳动力的

比重和城镇人口的比重还仍然停留在工业化初期的水平。一些专家的研究结果表明，中国的工业化进程被

城乡壁垒、所有制体制、分配体制、流通机制等政策人为地拖后了(Cameron,1996;Neumann,1996)。  

    以中国的乡镇 企业 为例，中国乡镇企业的迅猛发展是对二元经济结构和城乡壁垒的反弹。乡镇企业是

在城乡的夹缝之间、在地方政府和市场的双重机制调节之下迅猛而又艰难地成长起来的。它难免带有自发

性、滞后性和盲目性。由于从劳动力到其他生产资料都是就地取材，乡镇企业的工人主要是当地农民，离

土不离乡和农工兼业的现实选择使乡镇企业在布局上出现了村村点火、户户冒烟的局面。有关资料显示，

全国乡镇企业集中在县城的仅为 7％，其余的分布在 自然 村。乡镇企业的这种格局使其发展后劲不足，

而且对乡村的环境和耕地构成了极大的威胁。南方的一些城市与乡村之间已经没有明显的“城乡”界限。生

产力低效和环境问题引起了各界的广泛关注。曾有学者建议，把散布于广阔原野上的乡镇企业集中到附近

的小城镇里去，从而“一石三鸟”——既促进小城镇工业化的发展，又可以还乡村以自然优美的环境，特别

是保护耕地和保证农业的持续发展。但是，这种思路在实现过程中有着一定的难度。原因是除了利益分配

上的因素(即村行政部门不愿意将利润相对较高的乡镇企业转移出自己的辖区)之外，更主要的是，在乡镇

企业工作的农民不愿意离开他们的土地，因为土地的最低生活保障功能现在还是无法替代的。  

    结论当然是城乡社会保障制度的有机衔接将对乡镇企业规范化和对小城镇的发展这一“三尺冻冰”起到

“融化 ”作用。  

    3.促进城市化的发展  

    根据俞德鹏先生对 25个经济大国城市化与经济发展关系的大国回归模型：  

    其中：X：用购买力平价法的人均 GDP  

    Y：城市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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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8年我国人均 GDP为 6374元，按 1990年的不变价和世行 1990年购买力平价比例(1元 GDP=1.2508

国际美元) 计算 出 X 的值并带入模型，得出 Y=68.23％，即表明，按其他国家的经验估计，GDP达到 6374

元时，城市人口约占总人口的 68.23％，而 1998年，我国城市化实际水平为 30.4％，偏离率为 55.44％，城

市化已经严重滞后于国民经济的发展。 

合理化解中国的城市化难题，使人口城市化过程与农业劳动力非农化过程同步，必须做的一项工作就是城

乡社会保障制度的有机衔接，以推动农业人口的城市化。要给进城的农民提供一个最低的生活保障，让他

们能够安心地在一个地方工作，而不是在农村和城市之间、在不同的城市之间串来串去，给 交通 治安带

来巨大的压力。同时，也可以借以解决民工在城市中没有责任心和归属感而引发的一系列社会问题。  

    因为社会保障(比如其中的教育保障)也有利于城市农民工的下一代健康成长，这样就避免产生一些国家

大受困扰的贫民窟和贫民文化问题。农村人口不能城市化的现实为整个民族人口素质的提高埋下了隐患。  

    4.推动农村经济发展  

    中国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的改革是以农村为突破口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取代人民公社体制，极大

地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并推动了农村经济的发展。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使农村包括人力资本在内的各种投

入要素得以更有效地利用，农民收入水平迅速提高，农业剩余大量增加，明显地改善了城乡居民的膳食结

构。农村改革的成功为城市经济朝市场经济方向的改革奠定了经济、社会和 政治 基础。1984年，改革由

农村到城市全面铺开。随后，乡镇企业异军突起为农村经济的发展再一次注入了生机，农村经济再一次取

得了质的飞跃，城乡二元经济结构逐步向三元结构转变。  

    但 90年代初，农村制度改革的效力基本释放完，在改革的重点由农村转移到城市之后，农业的发展反

而停留于徘徊乃至回落状态，中国农业和农村问题再一次成为海内外关注的焦点。农村和农业期待着新的

改革 内容 。下一步怎么办，理论界可谓见仁见智，农民却反应冷淡，在操作上困难颇多。  

    1998年 10月 14日，十五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

出了农村改革与发展的十条方针和若干目标，认为农村的改革、发展与稳定决定着整个改革事业的成败，

也决定着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  

    观察农村、农业及农民，解决农村问题的思路绝对不应局限于农村改革的小圈子，而应从农村与城市共

同发展的宏观角度思考问题。农村一系列问题的核心之一在于农村人口太多，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无法

转移到其他产业，亦即人们通常所说的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工业化进程受阻。据不完统计，1978～1997年，

向乡镇企业和城镇转移的农村劳动力约 2.2亿，其中 80％以上是兼业型转移，他们与土地保持着若即若离

的联系，农闲进城务工经商、农忙种田。农民兼业型转移的直接后果是土地规模经营的小型化。而无法实

现专家学者多次向有关方面进言的“规模经济 ”、“规模经营”和“适度规模”。有关资料表明，中国现有 2亿

多承包土地的农户，户均耕地仅 0.46～0.53公顷左右(李郁芬，1996)，农业适度规模经营一直都是一个既

不可望更不可及的梦想。农地的规模偏小，规模经济和适合大农场操作的农业技术和先进设备无法发挥作

用，按市场 规律 理应自然出现的升级在农业上无法完成。农业生产效率低下，农业总体上始终跳不出一

家一户吃饭农业的小圈子。这也是美国的莱斯特·布朗先生为中国农业和粮食操心的历史背景之一。 

农业改革的徘徊不前是农民收入偏低，教育、健康水平落后，人口激增，农村自然环境日益恶化等一系列

问题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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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最突出的表现来分析，如何使农村剩余劳动力逐渐从土地上分离出去应该是中国农村经济取得再次飞

跃的突破口。对此存在几种说法，一种是在国家确定农村土地承包期 30年不变政策出台之前出现的思路，

即再进行一次“ 土改”，把土地生产率不高的农民，主要是不以耕种土地为主要收入来源和年老体弱的农民

耕种的土地收归集体，然后再承包给种粮或农业大户。另一种思路是赋予农民农村土地所有权，然后让农

民自然分化，无力或不愿耕种土地的农民可以把土地卖掉从而获得一定的收入，而愿意并有能力耕种土地

的农民则可以通过购买的方式获得大量的土地，从而达到土地的集中经营。第三种思路是仍保持国家 目前 

农地国管私用的状态，让农业土地的集中经营顺应农村经济的自然发展，一旦农村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

农民已经大部分脱离了农业生产，他们自然会把土地交给集体进行集中经营并从中获得比自己耕种高一些

的收益，正如广东和浙南的一部分富裕农村所发生的那样。  

  

 


